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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主編，美
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的安德森教授，在
今年一、二月的《新左翼評論》發表「兩個革命」
(Two Revolutions)的一篇文章中，比較發生在二十
世紀的蘇聯和中國的革命。蘇聯稱霸於二十世紀，
但在七十年後垮台了，而中國政權卻能夠在度過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繼續改革進程、政權更
加穩固，並進而創造經濟崛起驚豔世界。相比之
下，資本主義的美國、日本經濟成長面臨停滯。
同樣身為後共產主義的國家，中國和俄國為什麼
會出現如此不同的後果？
首先，安德森教授比較兩國的革命背景。第
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沙皇政權被德軍削弱，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中很快地被布爾什維克黨推
翻；中國共產黨最初與國民黨合作，後來採取了
武裝割據的方式，在軍閥的夾縫中生存，日本入
侵後，國共再次合作，藉此機會擴展了自身的社
會基礎，尤其是得到了農民的廣泛支援。其次，
兩國的革命具有相似之處為皆包含內戰。俄國的
內戰發生在十月革命後，1930 年代發生大清洗
(The Great Purge)，使得俄共極度脆弱、孤立；中
國內戰則是在革命之前結束，隨後中共解決了多
年來的通貨膨脹穩定內政。相對於俄國以工人階
級為革命主體，中共革命的基礎來自社會多數的
農民階級；不僅如此，在城市的工人階級和中產
階級也相當受歡迎。中國農民相對於被切割的俄
國農民階層，不僅對黨抱持高度信心，也形成了
支持政權的韌性社會基礎，這是俄國缺乏的條件。
自 1928 年至 1929 年，史達林開始實行農業
集中化，俄國的農村傳統生活秩序被打亂，引起
農民相當大的抗爭。1958 年，毛澤東展開大躍
進，造成上千萬人死於大饑荒。大躍進是農業集
中化的加強版，但又並非複製俄式的農業集中化。
大躍進的悲劇肇因於具有政治野心的地方幹部假
報生產數據，但毛澤東並未如同史達林動用軍隊
鎮壓農民。始於 1966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又與俄
國的大清洗不同，文革的意識型態是為了打倒黨
內的官僚主義，俄國革命則是純粹的內部階級革
命。大清洗是史達林設計用來剷除所有十月革命
的元老，而毛澤東在文革主要想剷除的對象只有
劉少奇，因此多數的革命元老最後都能倖存下來，
這群元老對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重大的影
響。
1980年代，同樣進入改革時代的中國和俄國
出現大相逕庭的命運。第一是政治領導人的差別。
當戈巴契夫上台執政時，蘇聯的政治領導集團已
經跟最初革命建國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取代革命
理想主義者的是一群出世主義者(careerist)、功能
取向的行政官僚，並且極度貪腐、思想平凡，不
像老革命黨員那般具有創造能力。反觀中國，當
權的是鄧小平和其他資深的建國革命元老，這些
人即便在後毛時期，仍有能力進行幅度巨大的改
革。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撼動了中共內部舊有
的傳統官僚文化，使這些在文革中倖存的官員回
到執政中心後，能夠催發改革動力。
再來是外部環境的比較。首先是國際政治方
面。從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西方總是將蘇聯
視為主要敵人，而將中國視為次要敵人，因此西
方形成了封鎖俄國、防範蘇聯軍事擴張的共識，
造成蘇聯必須將多數經濟資源投入軍事用途，遠
比中國投入的比例還要多；此外，俄國共產黨也
無法期待任何來自西方的資本投入，協助其國內
的經濟發展。自從毛澤東與蘇俄關係破裂後，中
國就與美國形成某種不言而喻的聯盟(ta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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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抵禦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同時期中國
也沒有與其他西方主要國家形成敵對關係。
另外，不同於俄共或越共等共產國家，毛澤
東從未准許實施過度集中化(hyper centralization)，
省級政府仍然保有高度自主性。另外，中國也沒
有出現俄國那樣六萬種商品的價格被中央綁死的
「瘋狂計劃經濟」，因此鄧小平拍板經濟開放
後，省級政府仍有充足的動力和自由度去應對新
的局面。
安德森教授特別強調鄧小平與戈巴契夫領導
方向的一大差異在於心態。俄國自認為是「歐洲
國家」，要向進步的西方鄰居看齊，反過來在中
國則沒有這種「向外國學習」的心理狀態，高度
的國家信心是中國所具備的一大優勢。中國一直
保持「後進者」(second mover)之姿，以「先行
者」俄國在革命中所犯的失誤與優點作為前車之
鑑。
最後，所謂「中國崛起」指的是經濟上的成
功，但並不包括社會平等和正義的彰顯，而這正
應該是共產黨原始的革命目的。
（整理：鍾寧、王舜薇）
安德森教授與聽眾互動。

